
第 28卷　总第 118期 科学·经济·社会 Ｖｏｌ.28, ＳｕｍＮｏ.118

2010年　第 1期 ＳＣＩＥＮＣＥ·ＥＣＯＮＯＭＹ·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ｏ.1, 2010

陕甘宁边区民众的社会意识觉醒与心理嬗变

杨 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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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长期以来由于乡村民众自我认同的缺失 , 致使乡村社会一直处在那种波澜不惊的既往秩序之中。而抗战

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却是另一番景象 ,个中缘由既有当初社会环境的影响 , 同时也是边区民众自我意识认

知的转变与升华的结果 。边区开展以 “吴满有运动”为代表的劳动英雄奖励大会 ,不仅塑造了乡村民众的自我意识

认知 , 而且使得这种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。而这种自我意识的转变与升华 , 又从根本上促成了民众生活方式

的觉醒与嬗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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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, 由于每一种身份和地位几乎都

被一套预定的行为模式 、义务和特权所规范着 , 都分属于

这个社会中尊卑有等 、贵贱有别 、贫富有差的社会位置 ,

所以对于乡村民众而言也概莫能外 , 由此也就导致中国

乡村社会一直处在那种波澜不惊的既往秩序之中。 但是

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 , 却以一片生机勃勃的情景 , 成为

中国乡村社会的一幅漫画。 以往对此问题的论述大都偏

重于宏大的叙事模式 , 似乎较少关注乡村民众本身的感

悟 。有鉴于此 , 本文试图以乡村民众自我意识认知的角

度来解读这种耐人寻味的现象 。

　　一 、乡村民众的自我意识认知

在中国社会文化中 , 再没有像农民这样有如此多的称

谓:布衣 、氓 、生民 、黎民 、黎庶 、黎元 、庶民 、苍生 、蚁民 、牛马

等等。这些不同称谓让人们 “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隔有

一道高墙 , 将各个分离”, 即便 “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 , 但那

鬼魂却依然存在 ,并且 , 变本加厉 ,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

差 , 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”。[ 1] (ｐ77)可以说长期

以来形成的尊卑秩序观念 , 已深深地印刻在民众脑海里 , 其

结果便是模糊了自我认同 , 只能以上天注定的宿命论姑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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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脱。而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 , 由于政治 、经济等新的因

素的激荡与冲刷 , 人们的固有思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例如

陕甘宁边区开展以 “吴满有运动”为代表的劳动英雄奖励大

会 , 无疑对乡村民众的自我意识认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从 1938年开始 , 陕甘宁边区开始宣传奖励劳动模范 ,掀

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劳动竞赛 , 到 1942年边区就出现了以

吴满有为代表的众多劳动英雄。吴满有在过去曾是一个难

民 , 后来辗转到了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吴家枣园 , 起初因极度

贫困曾卖过女儿 , 后在土地革命时期分得土地。由于勤劳 ,

再加之他有计划地安排农事 , 成为边区开荒地最多 、增加粮

食最多的农民。同时他还领导了吴家枣园的全村变工 , 使得

吴家枣园成为劳动模范村。由于其突出的成绩 ,在边区第一

届劳动英雄大会上被选为特级劳动英雄 , 并受到毛泽东的亲

自接见 , 后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。 1943年 3月 , 《解放日

报》发表社论 , 提出了 “开展吴满有运动”的号召。 文章指

出:“吴满有这种响应政府号召 , 努力生产 , 周密计划的精神 ,

是值得大家学习的;他的方向 , 就是今年边区全体农民的方

向。” [ 2]

曾经是一个逃荒卖女的破产农民吴满有 , 结果凭借自己

的勤劳 , 可以与领袖的照片并排摆放 , 对于民众来讲是无论

如何也没有想到的。很明显 , 在民众眼中 , “使他在人民心中

和毛泽东朱德并列的 , 不只是他的人格。他已经成为中国农

民善良 、健全 、前进的象征 , 他已经成为对于克服古老落后的

成功 , 对于新的政治一社会制度的满意还有些惊异的中国农

民的模范和骄傲了。” [ 3] (ｐ66)这种从未有过的现象 , 反映在民

众心头的显然就是劳动不再下贱 ,几千年来挖土工作受到鄙

视的人们 , 现在却得到了尊敬和荣光。事实上 ,其重要性还

远不至于这一点。一旦把劳动和光荣联结起来 ,把劳动与英

雄相提并论 , 劳动英雄便成为民众争相比照的对象。于是便

会出现这种现象:只要劳动英雄做什么 , 周围的人就跟着做

什么。举凡办义仓 , 办合作社 , 办学校 , 办识字班 , 办黑板报 ,

发动妇女纺线……只要劳动英雄号召得好 , 马上就会得到大

众的拥护。很明显 ,劳动英雄已发展成为群众的领袖 , 因此

“假若吴满有把他的名字和某些新的事物连结在一起 , 并且

在他的田地里试种 , 农民就更乐于接受 , 他是教育运动后面

的推动力量之一 , 他虽然既不能读也不能写 , 他却要把本村

学校变成其他学校的模范。” [ 4] (ｐ76)

当劳动也可以成为英雄 , 也能受到人们的赞赏与奖励 ,

对于那些游手好闲 、不务正业 、抓大烟 、耍赌博的 “二流子 ”,

便成为众所厌恶的头衔。在当时召开英雄大会时 , 延安市政

府曾找了五个二流子参加旁听 ,大会上对于这五个二流子与

劳动英雄一样招待 , 献旗 , 请酒 ,开晚会等 , 他们都一样地去

参加 , 起先这五个二流子以为政府要编他们去生产 ,但经过

了会议 , 看到了劳动英雄们的荣耀 , 受到了劳动英雄们的教

育 , 他们感动了 ,在劳动英雄面前 ,他们宣布了自己的生产计

划 , 在大会上 ,他们自动宣布:“如果不再改正 ,就不算是个活

人了” 。[ 5] (ｐ696)这部分二流子在耳闻目睹这些新鲜事之后 ,经

过思想教育也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当年曾战斗于此的马

文瑞指出 , 经过对这些二流子的改造 , “不但使这些人受到教

育成为新人 , 而且在社会上普遍形成`劳动光荣 , 懒惰可耻 '

的风尚” 。[ 6] (ｐ455 ～ 456)

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的这种变化 , 固然是多种因素共同

作用的结果 ,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乡村民众自身的内心体

验和感悟 , 因为大凡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 , 总会在民众内心

深处有所折射 ,因为 “社会生活尽管与有形活动有千丝万缕

的联系 , 但本身不能归属于物理现象 ,因为其内在本质———

即那些制约社会现象的特征———是根本不可能被感官感知

的 , 是无形的;只能通过某种内心体验被认识”。[ 7] (ｐ77)可以说

正是这种内心体验 , 奠定了他们自我意识的认知基础。而一

旦这种自我认知凝炼成被乡村民众广泛接受的社会意识 ,便

会在社会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。对于陕甘宁边区乡村

民众而言 , 近距离的接触政治就成为一种必然。

　　二 、乡村民众社会意识的升华

长期以来有关中国人对政治冷漠的认识 ,几乎是中外观

察家众口一词的结论。所谓 “日出而作 , 日入而息 , 凿井而

饮 , 耕田而食 ,帝力于我何有哉”, 描述的就是中国几千年农

耕经济下的民间生活的真实写照。这些论述表明:在中国的

社会文化环境中 ,政治距离民众确实遥远。

事实上 , 关于描绘黄土高原赤地千里的文字频频见诸于

报端。按照一般的逻辑 , 如此凄惨的景象 , 在陕北这个历史

上曾屡竖义旗的地方 , 应该是早已揭竿而起 , 但是当初在陕

北进行活动的一些先进分子却碰到了难以解释的现象 , “村

镇每有群众聚集之处 ,见学生来讲演 , 便渐渐解散” , 即便是

在绥德这样号称陕北闹市 、人群集中的地方 , “除每年有数的

大会外 , 每周同学讲演 , 几乎招不到二三十人的听讲。并非

讲者招不起人的注意 , 这实在因为人少的原因”。[ 8] (ｐ16)即便

在抗战初期 ,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漠视政治的社会意识依然

存在。尽管他们也分得土地 , 但他们 “对于各种同生产无直

接关系的事情 , 如参加政府与党的工作 ,学习文化与政治 ,参

加会议等 , 他们的兴趣与积极性大大减弱了。 `顾不上 ' , 这

就是他们的理由 ,他们怕`误工 ' , 妨碍他们的生产。 特别在

农忙时 , 他们总是找出许多理由 , 不参加这类活动。有一部

分党员 , 甚至发展到要求`退党 ' ,说:̀现在该轮流到别人来

负担了吧 ' ”。[ 9]然而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后不久 ,我们看到

的显然是另一幅画面:到处是忙碌的身影 , 延河两岸与田间

地头 , 到处都能听到欢歌笑语。

如果我们进一步从乡村民众自身的心态演变观之 , 则是

来源于他们内心的真实体验。劳动的权利 , 应该是普天之下

作为农民阶层最基本的权利。而在那些劳动者甚至对于该

耕种什么都不能自主决定的日子里 ,权利对于他们而言确属

奢侈。但是当劳动作为 “解放群众的内涵的精力 , 复活他们

的创造力” , [ 10] (ｐ398)使其成为英雄并被人们广泛赞誉 , 并最

终和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的时候 , 人们方知原来劳动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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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如此崇高。所以当生产劳动不再成为束缚民众的枷锁 ,并

和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的时候 , 政治其实就在自

己的身边。在此情形之下 , 乡村民众的自我意识便自然得到

了升华。

边区的报纸期刊接二连三地刊登乡村民众的身影与消

息 , 这是乡村民众从未有过的真实体验 , 可以说 “报纸小册子

好比球场上的啦啦队 , 提高嗓子 , 向劳动英雄不断喝彩。每

天《解放日报》第二版上所披露的 , 十有八九是生产消息 , 什

么人半夜就上山开荒;什么人开荒多少 , 打破记录;哪一家的

婆姨每天纺纱几两;劳动英雄吴满有的生产工作进行得怎

样。所有这些消息 ,跟着一阵喝彩的声音 , 送到穷乡僻角去。

于是 有 人向 某 人 `看 齐 ' 了 , 有人 向 某 人 `挑 战 '

了” 。[ 11] (ｐ46 ～ 47)民众感觉他们距离这个社会是如此之近 , 这是

从未有过的感受。特别是劳动合作社的建立 , 不仅满足了民

众自身的需求 , 而且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 , 从而也就

从根本上 “改变了他们过去对劳动的态度。他们认识了今天

的劳动不是像从前一样 , 只是替剥削者造幸福 , 而自己却劳

而无获。正是如此 ,他们更认识了要保障已得的利益 , 保卫

自己的家乡 ,保卫自己的国家”。[ 12] (ｐ65)因此可以说合作组织

“是农业生产关系上的新转变和新纪元。农民由于组织起来

成为集体劳动的合作社 ,就大大地节省了人力 、畜力和工具 ,

就在合作社内部和外部掀起生产竞赛 , 提高劳动生产率 , 就

能有时间并有兴趣集思广益地改进生产技术;最后 ,就不仅

改变农民的生产关系 , 而且能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,改进他

们的文化生活” 。[ 13] (ｐ340)

于是在陕甘宁边区 , “队伍里 、乡村里 、城市里 、机关里 、

男女老幼 , 讲的是抗日话 ,做的是抗日事 , 大家都晓得大祸临

头” , [ 14] (ｐ5)所以积极支持抗战就成为他们评价好坏的一个基

本的认知与取向 , 即便是对于 “穿国民党军官服的人 , 虽然似

乎有点隔膜 , 但还是很友好的 , 还给我们讲全国人民应该团

结抗日的道理”。[ 15] (ｐ31)许多抗日家属和贫农本来照例应当

免税 , 但他们都自动地送粮食捐给政府。更有许多农民自动

超过规定标准而缴纳公粮。 张国焘曾回忆说:“以抗日名义

来征收救国公粮 , 在当时 `有钱出钱 , 有力出力 ' 的抗日口号

感召之下 , 农民是特别踊跃缴纳这种公粮的。” [ 16] (ｐ398)如果

有顽固分子蓄意破坏 ,民众的立场就是 “要坚决的帮助八路

军 , 帮助咱们的政府 ,把那些混蛋东西 , 打得抱头鼠窜。 ……

咱们的八路军没粮 , 就不能打仗! 不能保护咱们这块自由 、

幸福的地方” ![ 17]这种社会认知取向甚至体现在他们过年贴

的对联里。如:“拥护蒋委员长 , 实行建国纲领 ”, “打日本为

子为孙 , 除倭寇救国救民 ”;有的横批是 “抗战救国”。 有的

甚至写 “过年敌机又来了 ,惊的同志东西跑 ”。[ 18] (ｐ307)

曾经是荒凉贫瘠 、保守落后的黄土之地 , 却在新的社会

条件下形成了一种新的独特的体验和感受。长期以来乡村

民众存在的那种对政治的疏离感 ,终于在劳动与抗战的激荡

下 , 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得到了洗礼与升华。而随着乡村民众

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和升华 ,又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社会

生活方式。

　　三 、乡村民众社会心理的嬗变

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升华 , 又直接促

成了乡村民众社会心理的嬗变 , 此前那种消极的社会心理 ,

正在被积极的社会生活态度所取代。可以说这种新的社会

心理 , 无论是在政治领域 、经济领域还是精神领域 , 都体现出

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点。陕甘宁边区作为当初中国的一

个模范的根据地 ,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首先就体现在这种心

理变化上。

从政治领域来看 ,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民众不在游离

于决策之外 , 而是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, 特别是体现在民

主选举方面 , 已经成为民众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如前所述 ,伴随着民众自我意识的不断升华 , 先前对政

治的冷淡与隔膜被一扫而光 ,因为在每个人心中都存有这样

的认识:政府已经是 “我们的政府 ”, 红军已是 “我们的红

军” 。当所有的这些已成为民众日常交流中的真实表达的时

候 , 实际上这也就意味着民众的生活方式已经悄然发生了质

的变化 , 尤其是在民主选举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。例如对于

选举什么人的问题 , 民众更是非常地关心与慎重 , 即便是长

期以来不被重视的农村妇女在参加选举的时候 , “都像出门

做客一样梳头洗脸 ,穿上新衣服 , 绥德延家岔村的女选民 ,和

男子一样争着提候选人。关中马栏市许多老年妇女冒着大

雨 , 骑着毛驴 ,从几十里路赶来投票”。[ 19]由此不难看出 , 在

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中 , 积极参与民主选举 , 无疑已成为陕

甘宁边区乡村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。 曾经是荒凉

贫瘠 、保守落后的黄土之地 , 在此时却在行使着当初条件下

最为民主的权利。

从社会生产方面来看 , 劳动再也不是一种卑贱的工作 ,

自力更生 , 开荒种地 ,劳动竞赛 , 所有这些成为边区群众最基

本的生活方式 , “甚至于连道士 、瞎子 、老妇人也转入生产的

浪潮。淳耀高湾区大香山金刚庙有一个道士张风鸣 , 去春受

群众开荒热潮的影响 , 断然剃去头发 , 拒绝老师阻止 , 搬到莲

花洞务农。庆阳三十里铺有一个 57岁的瞎子 , 开荒期间不

甘落后 , 就叫他的孙子牵往地里 , 终于开了 4亩 5分荒。志

丹妇女劳动英雄胡老婆 ,去秋收割时 , 鸡叫二次就起床 , 跑到

各家门口喊叫大家快起来 , 鸡叫三次收拾起身 , 天刚亮就到

了地里 , 使全村庄稼很快割完”。此情此景 , 当时的林伯渠不

无感慨地说:“像这样看来很平凡而实际上包含着巨大意义

的故事 , 从历史上 , 从别处 , 你们也能找得着很多的

吗?” [ 20] (ｐ337)

从社会关系来看 , 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 、共同合作 ,从而

形成了 “用一种新的关系来代替过去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关

系” 。[ 21] (ｐ230)边区群众面对实际情况 , 在劳动过程中逐渐形

成了 “变工”、“搭庄稼”、“扎工”、“唐将班子”等互助合作形

式 , 特别是在面临灾荒之时 , 边区各地就普遍建立义仓。志

丹县五区部分村庄甚至发展到集体存粮备荒 , 就连 “二流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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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炳华也存了糜子一大斗 ,所存粮食够全村人渡三四个月的

荒年” 。[ 22]除了创办义仓之外 ,群众还创办粮食信用合作社 ,

规定每人可存粮一斗到五斗 , 每年由合作社付给三分利息 ,

平时除红利可取一部分外 , 其余须至灾荒到来时才能领取。

此外 , 边区群众还发展了其他的一些互助形式 , 如干部 、劳动

英雄 、积极分子 、进步人士开展借粮措施 , 利用亲朋好友关系

实施借贷等各种措施。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乡村民众的新型

的生活方式。从此 “各人自扫门前雪 ,休管他人瓦上霜”的陈

腐观念在这里没有了市场 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愈益密

切 , 人们都在适应现存的制度 , 把自己融入其中。

从价值评判来看 , 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进行抗日救国 , 不

仅仅是民众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 ,更是评价爱国与否的具体

体现。正是由于如此 , 在边区的市镇和村庄 , “劳动的呼声波

动了整个边区 ,人民和军队 , 从乡村和城市 , 男的女的 , 老的

少的 , 都卷入了劳动战场”。[ 23]在这种情况下 , “二流子 ”成为

民众众所厌恶的头衔 , “劳动光荣 、懒惰可耻”成为乡村民众

最基本的价值判断。可以说人们的道德观念及社会价值取

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, 凡是积极从事抗日和生产的 , 都受

到称赞和表扬 , 可以说抗日和生产已成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标

尺 , 什么对社会有益 ,什么对社会有害 , 人们都会做出明确的

回答。

此外 , 由于自我认知的强化与社会心态的转变 , 人们的

精神文化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。在陕甘宁边区 , 各种剧

团纷纷下乡巡回演出 , 歌声笑声洒满了整个边区。 “他们爱

笑 、爱唱 ,听不到歌声是难得的。 在星期日和假日 , 学生和老

乡们有时在街上跳舞。” [ 24] (ｐ140)如果民众 “听到说演戏或只

要在街上贴一两张广告 , 就会使得全城都骚动了似的 , 女的

男的 , 老的少的 ,人山人海的堆满在露天的舞台前面 , 伸长了

头颈等待着。他们是饿狼似地渴望着 , 鼓舞着。台上的戏演

到紧张的时候 , 我们的观众的情绪也跟着高涨起来 ,爆裂一

样地喊出洪亮的口号 , 附和地唱出激动的歌声 ”。[ 25]另外陕

甘宁边区的秧歌 , 无疑也是群众最喜欢的另一个文化大餐 ,

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 ,扭秧歌更是成为边区民众生活

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。

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升华 , 并在此基

础上促使日常生活方式的嬗变 ,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外人士热

衷的一个话题。难怪有人不无疑惑地说:“陕甘宁不是中国

农村的缩影 , 甚至也不是抗日期间建立的共产党的根据地的

缩影。它几乎是 20世纪中国农村的一幅漫画 , 在许多方面

体现着生机勃勃而且属于主导地位的都会文化和陷于长期

压迫和无望的偏远农村之间日益增大的鸿沟。” [ 26] (ｐ122)但无

论如何 ,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自我意

识认知的转变与升华 ,既是在客观的社会政策条件下的一种

变化 , 更是在自身切身感悟后的实际行动。对于当前全国上

下正在积极创建新农村的大潮中 ,我们似乎也应该从中总结

一些宝贵的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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